
＊　本文是在笔者即将出版的《东亚与西方的现代性之比较:从文化的角度看》一书的部分
章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成文过程中 ,苏国勋先生曾就文中关于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的论述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谨此致谢。

现代性与文化:韦伯的
理论遗产之重估

＊

夏　光

提要:本文从文化与现代性之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论解
释的局限性。本文认为:韦伯之将现代性的一般文化特征归结为形式合理性
的观点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 , 这种观点使他既看不到现代性与非西方文化传
统共存的可能性 , 也看不到现代性在西方也有超越形式合理性的可能性。韦
伯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 , 是因为其社会行动类型学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
性的区分过于僵化 , 这种区分使他无法解释传统文化(尤其是非西方的传统
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影响 ,也无法理解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现
代性背景下的共存。

关键词:文化　现代性　形式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

一 、引言:东亚现代性与韦伯的理论

近年来 ,东亚的崛起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关注 。从历史上看 ,东亚

的崛起并非最近的事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从 19

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中的惟一非西方成

员 ,而二战后的日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更使美国学者傅高义 (E.F.

Vogel)写下了《日本第一》的书(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关于现代日本的研

究)。如果说日本的成功有可能不过是规则中的例外的话 ,那么自 20

世纪 60年代起东亚“四小龙”(韩国 、台湾 、香港和新加坡)差不多不约

而同的快速发展更使这种例外变成了规则 。于是 ,同一个美国学者又

出版了《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扩散》一书 ,而大量以东亚为议题的著

述在此前后也相继问世。或许更耐人寻味的是 ,从 20 世纪 70年代末

起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使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迅速地向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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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尽管中国在国内改革中时时有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因素 ,其国际

环境也并不总是友善或有利的 ,但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直是世

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而且其增长率一直是两位数或接近于

两位数的 。就此而言 ,恐怕很少有人会怀疑其潜力 。显然 ,在经济上今

日中国的情形颇类似于其东亚邻居的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形 ,而中国综

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更使其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简言之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中国的改革开放 ,东亚社会向世人发出了

一个明确的信息: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

对东亚观察家和研究者们来说 ,在当代东亚社会 ,有两个互相联系

的变量是值得注意的:首先 ,虽然东亚远不是联合的或统一的整体 ,但

从传统上说 ,东亚或多或少在文化上是同质的 ,或者说是所谓“汉文化”

世界或“中国文化圈”(参见Fairbank [费正清] et al., 1989:1;Tu [杜维

明] , 1993:xii)。而鉴于儒学传统在中国/东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又

可以说东亚地区是一个儒学化世界或儒学世界。不仅如此 ,无论在现

代东亚社会还是在海外华人社区 ,就其某些基本价值而言 ,儒学传统在

经历了现时代的沧桑和洗礼后仍显示出相当的生命力(在一些相关的

研究中 , 残存于当代世界的儒学传统被称为 “后儒学价值 [ post-

Confucian values] ”);其次 ,从人均产值 、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的基

本指标来说 ,东亚社会(尤其是其与亚太圈相重叠的部分)已接近或超

过了西方世界的发展水平;甚至在政治生活上 ,东亚社会的不同地区也

不同程度地或以不同方式表现出与民主过程的相容性和趋同性 。然

而 ,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具体运作中以及在日常生活或家庭生活

的习惯和方式上 ,现代东亚与现代西方又是大不相同的 。的确 ,与现代

西方乃至现代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 ,现代东亚的文化连续和社会发展

之并存是如此地别具一格 ,以致有些学者将其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第

二种情形”或“第二种现代性模式”或“东亚现代性”(Berger ,1986;Berger

&Hsiao ,1988;Kahn ,1979;MacFarquhar ,1980;Hofheinz &Calder ,1982;de

Bary , 1988;Tai , 1989;Redding , 1990;Clegg &Redding , 1990;Tu , 1992 ,

1994 ,1996;杜维明 ,2001)。无疑 ,现代东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

不难想象 ,其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后儒学价值”构成了现代东

亚发展所特有的文化背景 。前些年所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曾使一

些人惊呼东亚的“奇迹”已消失了 ,并对所谓“亚洲价值”(也包括此处所

说的“后儒学价值”)产生怀疑 。但这些人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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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奇迹”是业已完成的 ,或者说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东亚现代性就已

成形了。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 ,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 ,而且像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危机一样它所引起

的反应是全球性的(参见杜维明 ,2001:76-77)。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在

某个特殊时期某个地区发生了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就拿该地区的文化

当替罪羊 ———否则的话 ,值得怀疑的就不止是“亚洲价值”或“后儒学价

值”了 。

在对东亚现代性所作的解释中 ,社会学家韦伯是一个常被提到的

名字 。韦伯对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所作的历史和比

较的研究自然使他成为东亚研究中的一个焦点 ,而东亚的崛起也使我

们重新思考他的相关理论。众所周知 ,韦伯的社会学主要从文化上解

释社会 ,因而他的学说被称作“解释的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就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 ,韦伯对所谓“世界宗教”所作的历史和比较的研

究之基本结论大致可概述如次:首先 ,禁欲主义新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

想象 ,它与早期现代的西方实业家们的精神或态度是吻合的 ,因而它促

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早期阶段的发展。其次 ,对现代资本主义

的进一步发展来说 ,甚至新教伦理都是多余的 ———在失去其宗教内容

后 ,与实质合理性相反的形式合理性构成了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

之主要特征。第三 ,在世界其他地方缺乏类似的宗教价值或形式合理

性 ,故而在那些地方没有原生的现代资本主义 。因此 ,作为其总体计划

的一部分 ,韦伯关于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试图证明:

　　①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于和不利于资本

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 。所以说 ,传统中国的社会

结构的特征并不是导致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决定性根

源。 ②作为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的主流 ,儒学对现实一直持

传统主义的态度 ,它强调适应现实而非改变现实。 ③作为传

统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异端 ,道教因为其倾向于出世的神秘

主义和重视方术魔法的做法而不能改变儒学的传统主义倾

向。其结果是 ,儒学传统主义在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它与

那些对生产过程的合理性问题不感兴趣的士大夫阶层一道阻

碍了社会 —经济上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创新。(Yang ,

1964:xxxvi)

135

论 文 现代性与文化:韦伯的理论遗产之重估



韦伯关于传统中国的著作《中国的宗教》之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结语:儒

学与新教” ,在这一章中他对儒学传统和新教伦理作出了明确区分 ,从

而将他的中国研究与他的总体框架联系了起来。

韦伯同东亚研究的关系是令人迷惑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

在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学者们当中他的《中国宗教》是“惟一对中国社会

及其主要价值体系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的著作(Yang ,1964:xiii)。而令

人遗憾的是 ,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末(从那时起儒学传统在现代东亚的

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惟一”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对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中也是惟一的权威:韦伯关于

“中国宗教”的著作不断为相关讨论所引用(参见 Parsons ,1991),但其学

术性在社会学家们当中很少受到质疑(相反 ,他关于新教伦理的理论和

他的一般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 ,尤其是社会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

另一方面 ,姑且不论今天的东亚观察家们或研究者们对现代东亚的所

谓“经济奇迹”的兴趣 ,在西方汉学界中本来已经有不少人曾就韦伯对

儒学的一些解释提出了批评(参见 Schluchter , 1989:115-116;Sivin ,

1995a ,1995b),奇怪的是 ,这些批评在西方社会学中似乎并未引起实质

性注意或反响(施洛赫特是一个少见而迟来的例外)。显然 ,在社会学

和汉学之间有一道分界线 。

美国学者贝拉(R.Bellah)是较早的努力弥合社会学和汉学之间

这种分界的人 ,他出版于 1957年的《幕府年代的宗教:前工业化时期日

本的价值观》一书试图从日本的儒学 、佛教和神道教中找到在功能上与

新教伦理相对等的文化因素。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关于现代印度和穆

斯林社会的相关研究中(参见 Eisenstadt , 1968)。这种做法的确能揭示

出新教伦理与儒学传统或其他非西方传统(如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之间

某些可能存在的相似之处 ,但热衷于这样做的学者们似乎忘记了 ,在其

关于新教伦理的著作中 ,韦伯所关心的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会最早出现在西方世界中信仰新教的社会(参见

Giddens ,1976;Metzger ,1977:234;Tu ,1996:4)。同时 ,这些学者们也未能

面对韦伯的一般性结论 ,即非西方传统阻碍了(由西方向全世界延伸

的)现代化过程(Weber ,1981:314),换言之 ,如果非西方世界要进行现

代化 ,那么其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延续就成问题了。进一步说 ,这些学者

们更无法解释韦伯的下述断言 。一旦现代资本主义的“机器”或“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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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启动了 ,它就会按形式合理性的逻辑来运转 ,而新教伦理本身(更不

必说其他传统)就变得不必要或不相干了(参见 Zeitlin ,2001:203)。杜

维明曾就上述做法明确指出:“那些意在从`现代化的' 或`庸俗化的' 儒

学伦理中找到新教伦理的功能对等物的做法太肤浅 、太简单 、太机械

了 ,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Tu , 1996:3)。史华兹也认为 ,

“儒学在一般的层面上并不提供这种对等物 ,但……在现代化过程已然

进行的情况下 ,某些与儒学传统相联系而又深植于社会中的态度和习

惯被证明是很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的”(Schwartz ,1996:136)。换言之 ,

在儒学传统中并没有新教伦理的对等物 ,但儒学传统与现代性并不完

全是不相容的。

近些年来的关于东亚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与现代东亚社会的发

展(主要是经济上的成功)的关系的研究既有与韦伯学说相符合的倾

向 ,也有反韦伯的倾向:一方面 ,韦伯所倡导的文化的/解释的社会学在

对东亚现代性的社会学研究中仍然是非常有启发性意义的;另一方面 ,

又不可能根据韦伯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和他的一般理论框架来说明残存

的儒学传统或“后儒学价值”与东亚社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性” 。

不用说 ,受其时代的限制 ,韦伯所接触到的汉学资料和儒学文献是很有

限的 ,他所看到的现代资本主义也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完全形态 ,因而他

对儒学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解释是有局限性的。但也不可否

认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在理论上或许比近些年来的东亚研究所认识到

的要复杂一些 ,而他对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之存在和未来的

“终极关怀”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和超历史的价值。因此 ,在我们对后儒

学价值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解释的时候 ,应该从科学的和价值

的角度 、从专门的和比较的角度 、同时从历史的和超历史的角度来给韦

伯定位。

二 、韦伯的错误所在

　　鉴于东亚现代性的出现 ,不少学者(如伯格等人)指出 ,韦伯对儒学

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解释是错误的 。那么 ,韦伯到底错在何处呢 ?

是错在他对儒学(和道教)的理解上 ,还是错在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

解上 ,还是两者都错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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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错误不在于他对传统/非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存在视而

不见。实际上 ,韦伯已意识到 ,在前现代时期就“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资

本主义活动(如投机的 、商业的 、冒险的和政治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

东方这些活动都不鲜见”(Zeitlin ,2001:199)。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

韦伯明确地指出 ,资本主义“存在于所有这些 [非西方的] 宗教中 ,甚

至包括古代西方和中世纪的那些宗教……那种认为印度 、中国和穆斯

林世界的商人 、从事贸易的人 、手工业者和苦力的致富冲动比不上禁欲

主义新教徒的致富冲动的观点仅仅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Weber ,

1963:269)。的确 ,就致富冲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特征而言 ,现代西方

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世界提供什么新的或独特的东西 。

韦伯的错误不在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是完全地

不适当的(尽管它是适当地不完全的)。实际上 ,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

形式合理性的规定只不过在社会学语境中重建了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功

利主义的相关理论 ,因而从根本上说与马克思及功利主义者们对资本

主义的分析是一致或相通的。例如 ,马克思甚至像韦伯一样考虑到了

宗教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资本论》指出 ,存在于资产

阶级发展时期的基督教 , “如新教和自然神论等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

合适的宗教形式”(Marx ,1954:79)。进而言之 ,任何熟悉《资本论》的人

都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金钱上的计算(即形式合理性)是如何

决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的 。应该说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

社会学解释与马克思的(及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

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理解 ,而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 ,在

于它们是如何将现代资本主义同人的价值及人的未来相联系的 。

进一步说 ,韦伯的错误不在于他未能看见或预见现代资本主义在

东亚社会的出现 。在《世界经济通史》中他曾谈到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如

何从“潦倒的”武士阶层中发展出来的(Weber ,1981:96)。而在《中国的

宗教》中他更指出 , “中国人完全有可能 ,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在文化

领域中吸收已经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Weber ,

1964:248)。实际上 ,像马克思一样 ,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

围的扩张几乎有一种宿命论的想象 ,用韦伯的话来说 , “从长远来看 ,当

羽翼已丰的资本主义向这个世界进军时 ,没有任何宗教 —伦理的信仰

能挡住它的步伐”(Weber ,1981:381 ,注 4)。对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

来说 ,韦伯的这句话听上去不应该是陌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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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方式将“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他们还说 ,在资产阶级时代 , “一

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和

恩格斯 ,1972:254-255)。韦伯并没有解释何以资本主义会最终出现

在东亚社会 ,他当然也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作出这种解释 。韦

伯所可能提供的惟一解释是 ,一旦资本主义的机器启动了 ,它就成为征

服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个人和社会的力量 ,用他的话来说 , “清教徒在神

的召唤下工作 ,而我们则被迫如此”(Weber ,1976:181)。在现代资本主

义的“铁笼子”中 ,禁欲主义新教伦理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都不相干了:

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制于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的条件” ———资本

主义机器“决定了所有出生在这一机器的背景下的个人 ,而不仅是那些

直接关心其所得利益的人的生命。或许直到最后一吨煤燃烧殆尽之

前 ,它都将决定着他们的生命”(Weber , 1976:181)。无需赘言 ,此处所

说的“最后一吨煤”不是西方的 ,而是地球的;而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或

许韦伯所说的最后一吨煤要改为最后一桶石油了 。如此说来 ,不是东

亚社会将吸收资本主义 ,而是资本主义将吞没东亚社会 ———确切地说 ,

资本主义将吞没包括东亚社会在内的全世界 。

资本主义的“铁笼子”是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的 ,而对于形式合理

性来说效率 、效果和直接的功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韦伯看来 ,在失去其

宗教色彩之后 ,形式合理性已经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决

定性因素:“自从禁欲主义开始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实践其

理想以来 ,物质财富一直都在迅速增加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决定着个

人的生活……但已然获胜的资本主义是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 ,因而就

不再需要它(即新教伦理 ———引者)的支持了……当人们不再将其所从

事的职业同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相联系的时候 ,或从另一方面来说

不再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经济上的强制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试图去为它

找任何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状态 ,即在美国 ,对财富的追逐

已失去其宗教的和伦理的意义 ,而越来越与纯粹世俗的激情有关系了”

(Weber ,1976:181-182)。韦伯对在现代性背景下由形式合理性在社

会中的主导地位所引发的后果持悲观主义态度:“就这一文化发展(指

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情形而言 ,不妨说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是:̀没有精神的专业人士 ,没有心灵的行尸走肉;而这些无价值的

人却认为 ,人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 ……这也就把我们带到了价值

判断和信仰选择的世界”(Weber , 1976:182)。当然 ,韦伯本人并未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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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 ,甚至涂尔干那样明确地表达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 ,但

在其著名的“铁笼子”比喻中以及在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所持的悲观主义

态度中所隐含的哲学人道主义同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

哲学人道主义应该有同样的深度和意义 。

无疑 ,从哲学和意识形态上说 ,韦伯的“铁笼子”概念所隐含的人道

主义关怀与我们对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应该是密切相关的。但

从科学或经验的层面来说 ,当我们把这一概念运用到东亚社会的情形

时 ,我们就会发现它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 。与韦伯所说的“铁笼子”的

情形有所不同 ,在现代东亚的资本主义中似乎有很大的实质合理性的

空间 。无需赘言 ,形式合理性仍然是现代东亚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

因素(应该说 ,形式合理性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但在现代东

亚 ,这一因素存在于被韦伯称为“实质合理性”的儒学价值背景之下 ,甚

至其运作和功效要取决于(后)儒学价值或它与儒学价值的互动 。实际

上 ,在现代东亚社会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界线并不是清晰可辨

的———换句话说 ,在现代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中 ,(形式的)“资本”

常常是以(实质的)“人的资本 (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的形式存在的。

韦伯的错误乃在于 ,他明确地排除了“中国的宗教”(及其他非西方

的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亲和性” 。非西方世界的“宗

教”或文化被韦伯看作是有碍于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惟一的

或主要的因素———即便在这种资本主义被从西方世界引进后也是如

此。韦伯宣称 , “今天 ,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把经济上的理性主义当作

西方的最重要的成就来引进 ,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却完全由于

其严格的传统之存在而被阻止……在这些国家里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

所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其宗教领域……”(Weber , 1963:269)。尤其在

传统中国 ,“从经济心理这一角度上来说 ,人情主义原则(the personalist

principle)无疑是非人情主义的理性化过程乃至更一般意义上的非人

情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个根本的障碍”(Weber , 1964:237)。当然 ,

我们无法假设 ,倘若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由西方向全世界的发展 ,非西方

世界或传统中国能否独立地发展出本地的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已使我

们没有可能去验证这样的假设 。一些学者相信明朝末年的中国已有了

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还有学者对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缺

乏原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作出了种种解释(参见 Eastman ,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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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57)。无论如何 ,东亚社会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的经历表明 ,儒

学传统至少可以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 ,甚至还能促进后者的发展 。杜

维明指出 ,“不难看出 ,维系着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动力的社会资本和

文化资本就算不是源于儒学本身 ,至少也是与儒学伦理相通的。韦伯

曾断言 ,儒学传统阻碍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在传统东亚的发展。即便

这一断言是正确的 ,他之认为儒学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的观点

也站不住脚”(Tu ,1996:10)。

韦伯之所以排除了中国的“宗教”或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

性 ,部分地是因为他误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尤其是儒学。尽管在他的

《中国的宗教》有许多独到之处(参见Yang ,1964),但他对儒学及其与道

教的关系的解释低估了儒学传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例如 ,在韦伯看

来 ,儒学是“一种把人同现实世界的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理性的伦

理”或“一种无条件地认同于或适应现实世界”的伦理(Weber , 1964:

227 、229)。毫无疑问 ,社会的和谐 、秩序和统一对儒学传统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 ,但在儒学思想家中很少有人真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把现实世界

看作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世界” ,并无条件地接受它(Weber ,

1964:229)。例如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之一朱熹曾有言:

“千五百年之间……尧 、舜 、三王 、周公 、孔子所传之道 ,未尝一日得行于

天地之间也”(转引自冯友兰 , 1996:259)。如果韦伯听到朱熹的这段

话 ,他一定会颇感意外吧 。其实 ,朱熹的这种感叹在儒学思想家当中是

有代表性的 。墨子刻说 , “善”与“恶”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新儒学

(指宋明儒学———引者)的中心议题 。其意义不仅为韦伯所误解 ,而且

常常被那些只强调`和' 的主题的学者们所忽略”(Metzger ,1977:108)。

显然 ,这一说法也适用于一般儒学 。一个儒者有可能是一个保守主义

者 、改良主义者或革命者 ,这要取决于该儒者根据儒学的价值和理想对

于现实世界的情形作出了怎样的判断。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常见的是 ,

出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儒学思想家们要么主张复古 、要么呼吁改革

———孔子本人的生涯以某种矛盾的方式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倾向 。有学

者指出 ,儒学思想家们“`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 ,几乎都有复古之论 ,有

的明确声称`吾从古' 。然而他们又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改革弊政 ,变

通某些法规 、制度 。有人还明确指出古制不可能完全恢复”(刘泽华 ,

2000:304)。其结果是 ,在中国历史上 ,从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先秦时

期 ,到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宋明时期 ,再到西方势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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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向中国全面渗透的清朝末年 ,托古改制的改良主义传统在儒学思想

中一直未曾中断过(参见Metzger ,1977)。更有学者指出 , “就其特征而

言儒学实际上是非常有弹性的” ,它“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并不是一味拒

斥的”(Eastman ,1988:149-157)。墨子刻也认为 ,在儒学传统中 ,存在

着“某种超越传统的传统冲动”(Metzger ,1977:211-214)。不足为怪 ,在

现代东亚的早期历史上 ,中国 、日本和朝鲜的改良主义运动具有某种共

同的思维方式 ,即它们都倡导把传统的儒学道德同现代西方在科学技

术 、甚至在制度上的创新结合起来 。无疑 ,出现于 19世纪末的儒学世

界的改良主义 ,无论是成功的(日本)还是失败的(中国和朝鲜),都清楚

地表明 ,儒学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适应社会变迁的空间 。

换言之 ,儒学本身并不像韦伯所宣称的那样是传统主义的。

韦伯对儒学与道教及佛教之关系的解释也失之偏颇。道教与中国

古代的科学之关系的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 ,此处姑且存疑(Needham

[李约瑟] ,1956;Nakayama [中山茂] &Sivin , 1973;Sivin , 1995a , 1995b)。

可以肯定的是 ,道教是热衷于方术魔法的。与此同时 ,儒学士大夫们常

常容忍 、甚至偶尔鼓励道教和佛教的发展 ,有时还从事道教或佛教的活

动 ,其中有些人甚至皈依道教或佛教。然而 ,士大夫们之所以会任道教

的方术魔法(长生不老术)和佛教的出世态度(顿悟和圆寂)自由地发

展 ,是因为在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中也有足够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

倾向使得它们能接受甚至拥护儒学的基本价值 ,尤其是家庭价值(参见

Ching [秦家懿] ,1993;De Bary1988)。当然 ,说到底 ,道教和佛教对儒学

世界的社会生活的渗透并没有使它们成为国教 ,而且它们也从未试图

挑战儒学传统的正统地位 。实际上 ,儒学与道教(和佛教)在总体上的

和谐共存是由其各自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文化分工所致:无论是否被

官方确认 ,儒学为传统东亚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提供了惟一的正统

思想之来源 ,而其他学说或宗教在(心照不宣地)认同于并劝戒人们遵

循儒学道德的同时更关心的是道德领域之外的事情 ———中文里有“三

教合一”及“儒以治世 ,道以修身 ,佛以养心”的说法。用施洛赫特的话

来说 ,儒学 、道教和佛教等“在一个总的框架下执行其各不相同的功能”

(Schluchter ,1989:109)。因此 ,尽管道教和佛教在传统中国有广泛的影

响 ,尽管儒学士大夫们对道教和佛教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但韦伯“关

于中国的方术魔法之力量的看法是夸大其词了”(Schluchter , 1989:

113)。这种夸大其词“使韦伯误解了中国伦理的发展 ,使他误以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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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术魔法相对儒学伦理来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这种夸大其词还

使韦伯难以自圆其说 ———“他自己的分析已表明 ,儒学伦理属于文化宗

教 ,故而说到底是不能以方术魔法为基础的”(Schluchter , 1989:114)。

众所周知 ,传统中国所说的“三教合一”中的“一”不取决于道教或佛教

或其他传统 ,而主要取决于儒学传统(尤其是宋以来的儒学)的内容 。

换言之 ,虽然在传统的儒学世界随处都可见到道教的庙宇和佛教的寺

院 ,但传统东亚社会并不像韦伯所说的是一个“魔术乐园 (magic

garden)” 。从根本上说 ,传统东亚社会首先是一个由儒学道德所主导的

世界 。

深究起来 ,韦伯对儒学及其同道教之关系的误解乃起因于他对

“道”的概念的误解。在韦伯看来 ,作为儒学和道教所共有的概念 ,道意

味着“宇宙的永恒秩序” ,它“是一个不变的东西 ,因而它具有绝对的价

值”(Weber ,1964:181)。这种解释固然是不错的 ,但它只看到了问题的

一方面;它所未能看到的另一方面是 , “道”也有生衍 、变化的功能 。《道

德经》第四十章说 , “反者道之动。”第四十二章也说 , “道生一 ,一生二 ,

二生三 ,三生万物。”据葛瑞翰的解释 , “颠倒处于对立关系中的双方的

优先秩序是《道德经》所特有的推翻各种成见的做法”(Graham , 1991:

223)。的确 ,在《道德经》中有多种对立的范畴 ,如有为与无为 、有与无 、

智与愚 、阴与阳 、盈与虚 、上与下 、前与后 、动与静 、大与小 、强与弱 、刚与

柔 、直与曲 、安与危等 。《道德经》的中心线索也正是对立的双方之转换

———即所谓“反者道之动” 。颇受道家哲学影响的儒学思想家荀子也

说 , “夫道者 ,体常而尽变”(《荀子·解蔽》)。他还声称 , “大道者 ,所以变

化遂成万物”(《荀子·哀公》)。后来的改革者往往以天道尚变为其立论

的出发点 。王安石云:“尚变者 ,天道也” ;康有为有“盖变者 ,天道也”的

说法;梁启超也有“变者 ,天下之公理也”的说法(转引自刘泽华 ,2000:

110)。显然 ,韦伯未能理解“道”概念中的辩证性 。相反 ,他认为 ,这一

概念隐含着某种“缺乏辩证结构的”形而上学(Weber ,1964:181)。进而

言之 ,韦伯也未能看出儒家和道家在道与人关系问题上的区别。在他

看来 , “对儒家和道家来说道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并具有同样的正当

性”(Weber ,1964:182)。但实际上 ,儒家和道家对道与人的关系的看法

是有根本的不同的:儒家认为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相反 ,道家提倡“无为”———人应该自然地或消极地服从道。儒家并不

排斥天道 ,但儒家所强调的是人世间的道;而道家则专注于天道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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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世间的道之特殊性不闻不问 。当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解蔽》)的时候 ,他实际上对儒家和道家进行了某种比较 。的

确 ,正是从对道与人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出发 ,儒家和道家才有了不同的

社会哲学 。如此说来 ,韦伯对中文的“道”的概念的复杂性乃浑然不知 ,

从而一方面在“道”的概念上把儒学混同于道家 ,另一方面把道教简化

为方术魔法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 ,儒学传统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理性的

认同和适应(于是就有了儒学理性主义),而道家和道教是非理性的(于

是乎有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和道教的神秘主义)。

三 、韦伯的含混之处

　　或许有人会说 ,韦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只有放在其总体计

划中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Schluchter ,1989:115)。不过 ,韦伯的“总体

计划”(即他对“世界宗教”的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

众所周知 ,韦伯的总体计划是以他关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行动的

类型学为基础的 ,而在他的类型学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对形式合理性和

实质合理性的区分———根据这种区分 ,以形式合理性为原则的社会行

动或形式合理性是现代资本主义或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因素 ,正是形式

合理性把现代与传统 、西方与非西方区别开来 。无需赘言 ,韦伯的这种

区分对后来的社会理论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有深刻的影响 ———像韦

伯一样 ,后来的不少人都认为 ,从文化上说 ,西方现代性或现代性本身

是以形式合理性(又称为“工具合理性”或“技术合理性”)为主导的。当

然 ,也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对韦伯把(西方)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归结为形

式合理性的做法进行过质疑。不过 ,细究起来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

性的分界并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清晰可辨。我们不妨来看看韦伯对形

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所作的规定和区分究竟是怎样的。

要弄清韦伯所说的“合理性”所指为何以及他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

合理性作了怎样的区分 ,我们还得从他的思想背景说起 。韦伯是一个

新康德主义者(参见苏国勋 , 1988:43-51),他对“合理性 (rationality)”

概念的使用有明显的康德学说之痕迹。众所周知 ,康德把理性划分为

知识领域的理性(人类知识所由形成的感性—知性)和信仰领域的理性

(与自由相关的纯粹理性或实践理性)。他试图将这两者统一起来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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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引入了“判断力”的概念。但康德关于判断力的论述似乎没有对后

来有多少影响 ,倒是他对理性的划分成了新康德主义的出发点。新康

德主义者们认为 ,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历史科学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确切地说 ,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研究中理性有

不同表现:在前者中理性所涉及的是必然性的问题 ,在后者中理性所涉

及的是价值观的问题 。当然 ,韦伯所关注的不是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

的理性之区分的问题 ,也不是不同知识领域的理性之区分的问题 ,而是

人的社会行动的“合理性”的问题。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学意在解释人

的社会行动的合理性 。在他看来 ,人的社会行动总会以一定的道德原

则为依据 ,而人所依据的道德原则主要有两种:责任伦理的原则和信念

伦理的原则。当一个人的社会行动遵循责任伦理的时候 ,其社会行动

就是在形式上合理的或具有形式合理性;而当一个人的社会行动遵循

信念伦理的时候 ,其社会行动就是在实质上合理的或具有实质合理性

(Parsons ,1937:644;参见苏国勋 ,1988:228-229)。那么 ,究竟什么是责

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呢 ?而什么又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呢 ?大致

说来 ,责任伦理回答社会行动中“怎么做”的问题 ,而信念伦理回答社会

行动中“为什么”的问题;相应地 ,形式合理性关系到社会行动的手段

(“量的计算”),而实质合理性则关系到社会行动的目的(“终极价值”)。

据苏国勋的解释 ,“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 ,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

间的因果关系判断;而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 ,它是关于不同价值

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 。形式合理性主义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

性 ,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基本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

值 ,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 ———一个社会行动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合理

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是不合理的 。或者说 ,一个有形式合理性的

社会行动可能不具实质合理性 。依韦伯之见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

性的矛盾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确切地说 ,西方现代性是由科

学技术 、市场经济和官僚制度等形式上合理的因素所决定的 ,正是形式

合理性的统治使现代西方社会变成了一个无深层的目的 、意义和价值

的“机器” 、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铁笼子” 。简言之 ,从实质合理性的层

面上说 ,西方现代性是不合理的。

然而 ,韦伯本人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上述区分并不总是

很肯定的 。他承认 , “实质合理性”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它只不过表

达了所有的`实质的' 分析中的一个共同因素 ,那就是:这类分析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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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那些纯粹形式的或相对明确的事实 ,即不会局限于人的社会行

动为了达到其目的而如何基于理性的计算采取在技术上最适当而可行

的方法这一点上 。这类分析将按某种与终极目的相关的标准来进行 ,

不管这种标准是伦理上的 、政治上的 、功利主义的 、快乐主义的 、封建主

义的 、平等主义的 ,还是其他方面的;这类分析将依照这些`价值合理

性' 或`实质合理性' 的标准来衡量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果 ,无论这些行动

从正确的计算的角度来看或在形式上是多么不合理。实质合理性的标

准是无限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质的' 这一概念本身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形式的' ;换言之 ,它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概念”(Weber , 1968:85

-86)。从这一解释来看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别已模糊不清

了:人的社会行动的形式合理性说到底服务于某种目的 ,只不过它所强

调的是对于为达致该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的计算;另一方面 ,实质合理性

固然关系到社会行动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 ,但它不必然会排斥对为

达到该目的或实现该价值而采取的手段之计算。这一解释明白无误地

表明 ,从理论上说 ,实质性因素或实质合理性(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未

必是宗教或哲学上的 ,它可以是政治上的 、功利主义的 、快乐主义的 ,如

此等等;而对手段的计算不一定是形式合理性所特有的 ,它也可能是实

质合理性的一部分。如此说来 ,被规定为以“功利主义目的和可计算的

手段”为原则的形式合理性无非是实质合理性的一种特殊类型 。根据

帕森斯对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定 ,人的社会行动总会包含了某个或某些

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个或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在实践中目的与手段

的结合并不总是成功的 ,但在理论上没有手段的目的和没有目的之手

段都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韦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形式

合理性与传统 非西方社会的实质合理性的区分无非是不同类型的实

质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的区分。进而言之 ,可计算的手段不一定非

要与某种特殊的功利主义目的而不是其他的目的相结合。我们完全有

理由假设 ,某个人(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可能会为了某种功利主

义的目的(如满足其直接的物欲)而工作 ,为了上帝的荣耀(在新教伦理

的情形下)而工作 ,为了国家的荣誉(在大英帝国的情形下)而工作 ,或

为了家庭的兴旺(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的情形下)而工作。实际上 ,如

果我们严格地按照韦伯的有关规定来理解他所说的形式合理性 ,那么

我们会立即从他的论点中看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他曾说 ,在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中 ,金钱同时变成了社会行动的目的和手段(Weber , 19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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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无疑 ,他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目的与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目的之不存在———资本主义本来就是用钱(作

为手段的资本)来赚钱(作为目的之利润)的。这就意味着 ,作为现代资

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 ,形式合理性必然涉及或包含了实质合理性———

至少在功利主义的意义上是如此。所以说 ,资本主义既是资本(作为手

段的金钱),也是主义(作为目的之金钱)———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 ,它

是商品拜物教。

在《经济与社会》的某个部分 ,韦伯谈到了现代社会的形式合理性

之“实质性条件” ———实际上 ,这一部分的标题也正是“在金钱经济中的

形式合理性的实质性条件”(参见Weber , 1968:107-109)。这就意味

着 ,韦伯已意识到 ,在现实世界中形式合理性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用

韦伯自己的话来说 , “金钱计算的形式合理性取决于某些相当特殊的实

质性条件”(Weber ,1968:107)。不过 ,韦伯下面这段话似乎是令人迷惑

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后者———

从原则上说永远是分开的 ,即便两者在很多状态下(也可以说在任何状

态下———如果从某些人为的假定出发)在经验的意义上是共存的”

(Weber ,1968:108)。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为了获得概念上的清晰性 ,我

们可以从分析上(即“从原则上”)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区分开

来 ,而在现实中(在经验上)它们是共存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韦伯又

说 ,毫无疑问 , “在任何情形中形式合理性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真

实的需要之满足的任何事情 ,而只有当我们把形式合理性与对收入的

分配的分析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些事情有所认识”(Weber ,

1968:109)。因此 ,即便在韦伯自己的理论中 ,形式合理性也不是存在

于真空中的 ,而是依存于实质合理性的。涂尔干曾说 ,在现代社会 ,在

契约中有非契约的(社会 —道德的)因素 。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

合理性的关系的观点与这一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遗憾的是 ,韦伯并

未说明在新教伦理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之后现代西方的

形式合理性是以怎样的实质合理性为条件的。当然 ,如果说形式合理

性不过是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而并非其全部内容的话 ,

那么形式合理性在概念上还是能说得通的 。不过 ,虽然新教伦理在现

代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不相干了 ,但没有任何实质合理性或

只有纯粹的形式合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 ,或韦伯所说的“铁笼子”式的

资本主义 ,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 ,在人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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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手段总是服务于某种目的之手段 ,而在形式合理性的背后一定存在

着实质合理性。

如此说来 ,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两分法(形式合理

性与实质不合理性齐头并进 ,而形式不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共存共生)

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建构:一方面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 ,形式合理

性至少是与某种类型的实质合理性(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实质合理性)

相关联的 ,因而现代资本主义不能归结为形式合理性;另一方面 ,照这

样看来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不一定像韦伯所说的会发生冲突 ,而

会发生冲突的多半是在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中理想化的不同的实质合

理性 。从这种对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的修正出发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

结论 ,即:使西方现代性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并不是形式合理性本身 ,而

是形式合理性(计算或手段的可计算性)的发展之程度以及它的发展是

以什么样的实质合理性(伦理上的 、政治上的 、功利主义的或快乐主义

的等)为条件的 。所以说 ,就像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同新教伦理 、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或福利国家相结合一样 ,它也可以同儒学价值相结合 。这

种概念上的灵活性不仅使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不同的现代性模式 ,而

且可以在西方现代性本身看出其不同的变种。如此说来 ,就东亚现代

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比较而言 ,很显然 ,正是传统的儒学理性主义与现代

的西方理性主义的交叉使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既相似又不同:之

所以有相似之处 ,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足以使它能够吸收在现代

西方发展出来的形式合理性中的许多因素(科学和技术 、经济体制和或

多或少的政治体制);之所以有不同之处 ,是因为某些在传统的中国文

化和其他东亚文化中特有的价值和规范(如以家庭主义为内容的实质

合理性)被转化为东亚现代性中的一部分。

四 、结语:超越韦伯视野的现代性

　　显然 ,在韦伯所想象的现代性(“铁笼子”)中是不可能有宗教/文化

的价值之空间或未来的 ,确切地说是不可能有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的

宗教/文化的价值之空间或未来的 。作为一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

的相对来说为西方所特有的文化因素 ,新教伦理曾促进和推动了现代

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 。但即便这一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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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变得不相干或不必要了 ———在 19世纪 ,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已失

去其宗教色彩” ,而“现代经济人的宗教根源也消失了”(Weber , 1981:

270;1976:181-182)。于是 ,当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铁笼子”的时候 ,

形式合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就确立了;毋宁说 ,所谓“铁笼子”

不过是以形式合理性的方式而存在的人类理性的“铁笼子” 。奇怪的

是 ,韦伯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概念上的模糊往往被忽略了 ,而他

对形式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论述则不断被重复和发挥 。

例如 ,在批判理论中 ,韦伯对现代性所持的悲观主义态度同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更激进的理论一道 ,被转化为对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形式合

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强有力的批判。后来的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理

论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有关思想———根据福柯的理论 ,在现代社会中 ,

权力被理性化和规范化了 ,而主体则成为被监管的对象 。

在此我们姑且不深入讨论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及其在批判理论

和福柯学说中的变种的合理性 ———毫无疑问 ,在韦伯及其追随者们的

理论中有相当的合理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其历史的和思想的

局限性 ,韦伯及其追随者们为我们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对现代性的简单

化或还原论的解释。即使在西方世界本身 ,现代性的内容也并不局限

于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例如 ,在经济领域 ,泰勒主义一度是生产

过程的主导原则 ,它强调效率 ,并把人当作机器体系中的一部分;福特

主义也一度是消费过程的主导原则 ,它强调利润 ,并把人当成大众化市

场中的同质性消费者 。在这两种情形下 ,形式合理性(对效率和利润的

计算)都是决定性的。然而 ,在当代的生产过程中 ,部分地由于日本企

业的影响 ,工作的灵活性(与从前的严格分工相比)和雇员在决策过程

中的作用受到了注意;而在消费过程中 ,后福特主义即便没有取代福特

主义 ,也至少与之并存了 ,后福特主义强调消费者的特殊需要的多元

性。其结果是 , “铁笼子”变成有弹性的 ,而大众化或标准化的生产和消

费也多样化了。也就是说 ,在经济领域中 ,实质合理性(人的价值和需

要)在某种程度上被融合到形式合理性之中。另一方面 ,在政治领域 ,

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似乎也不像韦伯所描述的那样严格。当然 ,在形

式合理性的统治下 ,现代官僚体制多少已被各种各样的规则和习惯塑

造为一个集权式的 、等级制的和无人情的体系 ,它把人功能化和理性化

了。不过 ,官僚体制中的规则和习惯不一定排除可能的变化 ,而且它们

自身有时候也是可变的。换言之 ,它们并不总会具有使体系僵化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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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其自身也未必是僵化的。在韦伯及其追随者们关于现代官僚体制

的研究中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理性化或官僚化的意义上

被看作是相同或相似的。不过 ,这两种国家的情形都已发生了许多变

化:在资本主义世界 ,尽管在自由主义民主中自由主义的成分仍远多于

民主的成分 ,但它也为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同时 ,

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政治定律 ,即“绝对的权力会绝对

地腐败” 。如此说来 , 现代世界的官僚体制既服从米歇尔斯 (R.

Michels)所说的民主制下的“寡头制的铁律” ,也服从民主制下的“反寡

头制的铁律” 。综上所述 ,在现代性的经济和政治这两个领域中 ,结构

与主体 、手段与目的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

一成不变的。

韦伯所描述的灰暗的 、无情的 、单色的 、铁板一块的现代性不过是

现代性的一方面 。实际上 ,在现代性的主流文化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

亚文化和反文化 ———它们要么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 ,要么对主流文化

敬而远之 ,要么与主流文化井水不犯河水 。例如 ,在北美(以及或多或

少在其他西方社会),所谓“大熔炉” ———“铁笼子”的一个较温和或委婉

的说法———不再像从前那样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同化或整合到

主流社会中了 ,而多元文化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制度化也不仅仅是

象征性的。在这种新的“认同政治”中 ,主流文化(白种的 、盎格鲁—萨

克逊的和新教的文化)不再将其他文化“理性化”或同化了 ,而其他文化

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来表现自己的“合理性” 。这种对文化差异特

别敏感的认同政治不仅存在于族群关系中 ,也存在于两性关系或更一

般的性关系中。在历史上 ,女性主义在现代西方曾扮演了相当“理性

的”角色(于是就有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运动)。但当代

的女性主义运动 ———尤其是与后现代主义有关的女性主义运动 ———已

开始解构西方现代性的主流文化 ,并把这种文化看作是一种阳具中心

的和理性主义的文化 。因此 ,总的说来 ,女性主义运动包含了某种文化

矛盾 ,即这种运动把现代的与后现代的两种文化并置起来了。如此说

来 ,韦伯所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至少在文化层面上并没有反映出现代

西方世界的复杂性。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西方现代性比韦伯所想象的

要复杂 ,但其精神主要还是由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理性主义或理性主

义的人道主义所规定的。而与此同时 ,在西方现代性中也有足够的证

据使我们能超越韦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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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文化或文化社会学并没有消失在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

的“铁笼子”中 ,或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失范”中 ,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 。有学者指出 , “在欧洲和北美 ,在禁欲主

义主流价值以及使这种价值得以表述的种种理论之外 ,还存在着某种

来势不小的工业人类学的暗流 。与从`常规科学' 的观点出发继承了韦

伯式理性主义的那些理论相比 ,工业人类学不怎么接受现代主义者们

关于文化之衰落的预言”(Clegg &Redding , 1990:2)。这种“工业人类

学”从文化上解释现代资本主义 ,其关键概念就是伯格所说的“经济文

化”(Berger ,1986:7-8)。其实 ,据伯格所言 ,他是在“政治文化”这一概

念的启发下创造了“经济文化”这一概念的 ,而在政治理论中政治文化

的概念早就被广泛地使用了。需要指出的是 ,在伯格发明“经济文化”

的说法的时候 ,它也早已通过不同形式的表述(如“企业文化” 、“组织文

化” 、“社会资本”和 “人力资本”等)而开始流行了(参见 Clegg &

Redding ,1990:1-5)。

在对现代东亚所作的一些研究中 ,对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建立在所

谓`后儒学假设' 的基础上”(Clegg et al.,1990:37)。“后儒学假设”的要

点似可概述如次:首先 ,现代东亚已发展出了不同于在现代西方所看到

的工业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模式;其次 ,残存的儒学传统或“后儒学价

值”在现代东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 ,甚至有人认为 ,现代东

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参见 Kahn , 1979;

Hofheinz &Calder ,1982)。虽然我们很难从量上去确定儒学传统在现代

东亚的社会效果 ,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怀疑上述结论的合理性(当然 ,有

人或许多少会对这些结论作一些限定 ,更多的人会对其中第三点有所

保留———因为这一点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 ,而价值判断要取决于研究

者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上的观点)。那么 ,后儒学假设与韦伯的理论

有什么关系呢? 施洛赫特指出 ,“韦伯的理论是很复杂的……我们恐怕

还不能从今天的标准出发而简单地根据其历史精确性来对他的理论的

价值进行评判。无论如何 ,他的理论为我们确立了某种探讨方向 、某种

特殊视角和某种研究计划”(Schluchter , 1989:116)。从一般的意义上

说 ,后儒学假设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东亚研究应该是这一研究计划的

一部分。与此同时 ,后儒学假设又超越了韦伯对现代性的想象 ,因为它

试图确认和解释东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精神 ,并从儒学传统来追溯这

一精神的文化根源。后儒学假设的基本意思甚至可见诸近年来一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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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研究有关的出版物的标题 , 如:“后儒学的挑战”(MacFarquhar ,

1980),“东亚的优势”(Hofheinz &Calder , 1982),“对东亚发展的模式之

探索”(Berger &Hsiao , 1988), “儒学与经济发展:一个东方的模式 ?”

(Tai ,1989),“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Clegg &Redding , 1990),“中

国资本主义的精神”(Redding ,1990),“对工业东亚的根源之探索:儒学

复兴的一个例证”(Tu , 1991),“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学传统”(Tu , 1996),

和“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杜维明 , 2001),等等。当然 ,还有大量的

出版物也探讨同样的现象 ,只不过它们没有使用能让人如此顾名思义

的标题而已。

无需赘言 ,后儒学假设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现代东

亚的发展 。实际上 ,还有一些令人困惑但颇为重要的关系到东亚现代

性的问题是不能仅仅从文化研究本身得到答案的 。例如 ,在现代化过

程中为什么日本会走在其东亚邻居的前面? 为什么四小龙一直要等到

20世纪 60年代才开始与日本一道创造东亚的经济奇迹 ?为什么从经

济上说中国大陆 ,儒学的故乡 ,在更大程度上仍然是第三世界而非东亚

现代性的一部分 ?为什么一般而言海外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在世

界上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

国家中东亚社会对儒学的官方态度有诸多不同? 为什么在现代东亚的

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区儒学是不受官方意识形态欢迎的 ,甚至是受

后者攻击的?为什么在现代性背景下只有一小部分东亚知识分子对儒

学进行重新阐发或为之辩护 ,而这些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精神又

有什么样的反映 ?在儒学传统之外还有些什么因素推动了现代东亚的

发展 ,这些因素与儒学传统的互动是怎样的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儒学

传统是惟一使东亚现代性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因素吗 ?此外 ,在后儒

学价值中到底有哪些成分 ?这些成分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为什么在现

代世界的变迁中这些成分能生存下来? 就其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 ,在

中国儒学 、日本儒学和朝鲜儒学之间果真有重要的区别吗 ?对这些问

题的答案还得在历史研究中去寻找 ,在对制度因素 、地理因素和其他物

质性因素中去寻找。的确 ,在一些东亚研究中 ,残存于现代东亚社会中

的儒学传统或后儒学价值被简单地看作是既成事实 ,而其他因素则被

置若罔闻 ———仿佛儒学传统在现代东亚是自足的 ,且能独立地起作用 。

另一方面 ,还有一些东亚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 ———它们忽视甚至排除

了儒学传统或任何文化因素与东亚现代性的关系 ,而完全把注意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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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制度因素上(参见 Chowdhury &Islam ,1993:32-41;Abegglen ,1994:

194;Rohwer , 1995:ch.16;Hobday ,1995;Campos &Root , 1996)。这些研究

或许不记得 ,韦伯同时拒斥对历史发展所作的“片面的唯心主义”和“片

面的唯物主义”的因果论的解释(Weber ,1976:183)。当然 ,韦伯本人不

是一个方法论多元主义的好范例:他的“铁笼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与

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颇为接近:在“铁笼子”中是

不可能有实质合理性的 ,而经济决定论把社会结构还原到经济层面上 。

不用说 ,东亚现代性的动力不仅来自多种因素 ,而且来自这些因素的互

动。从文化上来研究东亚现代性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动力并不意味着排

除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 ,反之亦然。

总的说来 ,从文化的角度看 ,虽然在西方现代性与东亚现代性之间

存在许多共同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但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明显

的不同 ,主要在于 ,东亚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或在实质合理性上)是同

残存的儒学传统或后儒学价值相联系的 ———后儒学价值存在于现代东

亚社会的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或私人生活中 。至于后儒学

价值如何影响现代东亚社会的诸多方面 ,则需要另行撰文探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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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are more and more perfect , but migrant workers , especially injured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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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lly , they get caught into a completely opposite process of legalized deprivation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struggling for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The concept of

legalized deprivation takes on the forms of institutional interlink in the op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practice.The present research has analyzed four types of institutional

interlinks , which are found in the operating process , including delegitimation , increase of
the cost of safeguarding rights , the alternative usage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weake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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